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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启蒙说的历史演变与萧萐父先生的
思想贡献

李　维　武

[摘　要] 早期启蒙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派文化观 ,是 20世纪中国思想家

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的产物 。近 90年来 ,以梁

启超为开端 ,经过张岱年 、范寿康 、吕振羽 、侯外庐等人的阐发 ,早期启蒙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和诸多的研究成果。萧萐父先生在李达指导下直接承继吕振羽 、侯外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早

期启蒙说 ,在近半个世纪中 ,开展王夫之的个案研究 ,改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 ,全面阐发明

清启蒙学术流变 ,对早期启蒙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 ,成为早期启蒙说在 20世纪 80年

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发扬早期启蒙说的合理内核 ,修正早期启蒙说的自身局限 ,早期启蒙

说在 21世纪中国思想世界将仍然富有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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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启蒙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派文化观 ,强调在鸦片战争前的明清之际即已有近代启

蒙意义的新因素在中国学术思想中发生发展 ,是 20世纪中国思想家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探寻中国

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的产物。在近 90年的开展中 ,早期启蒙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 ,出现了

不同的解释方式 ,被赋予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 ,成为一派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学术

思潮。但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 , “消解启

蒙心态”成为风行一时的思想口号 , “启蒙的自我瓦解”也似成世纪之交的思想走向 ,早期启蒙说作为认肯

启蒙意义的理论之一 ,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在诸思潮的激烈竞争中面临严峻的挑战。萧萐父先生作为早

期启蒙说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于 2008年 9月 17日的辞世 ,对于早期启蒙说的式微

更具有某种象征性意味。然而 ,早期启蒙说的思想探索及其合理成果 ,包括萧先生的思想贡献 ,是不应当

被遮蔽 、被忽视 、被忘却的。本文即试图对这一学术思潮的历史开展及萧先生的思想贡献作一扼要的疏理

和评价 ,使早期启蒙说诸前辈的思想遗产在未来岁月中能够得以保存 ,发扬光大。

一 、梁启超对早期启蒙说的开创

早期启蒙说的开创之功当属于梁启超。梁启超自 1919年旅欧之后 ,由于目睹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第

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 ,深感西方文化也有其自身的严重局限 ,在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 ,

由原来对西方文化的推崇 ,转向对中国文化的认肯 。正是以这种思想转向为背景和动力 ,他开始对中国

文化中自身的现代性因素进行发掘 ,力图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发现与西方文艺复兴相类似的思想运动 ,从

而确立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 ,由此而开启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他著于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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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 ,成为这一研究工作的开拓之作和奠基之作 。

在梁启超看来 ,清代学术发展与宋明学术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分 ,而在这种区分中已显然孕育了新

的因素。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思潮' 果何物耶? 简单言之 ,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 ,

而以`复古' 为其职志者也 。其动机及其内容 ,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 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

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 ,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 1]
(第 3 页)又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 ,其影响及于

全思想界者 ,一言蔽之曰 :̀以复古为解放。' ”[ 1](第 6 页)在他看来 ,不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 ,还是中国的

清代思潮 ,都是以“复古”作为标志的 ,而在“复古”这个标志下则涌动着思想解放的新潮流 。

对于清代学术的开展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从总体上作了勾画 ,将其划分为启蒙期 、全盛期 、

蜕分期 、衰落期四个主要阶段 。清学启蒙期发生于 17世纪 ,以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颜元 、胡渭 、阎若

璩 、王锡阐 、梅文鼎等为其代表 。清学全盛期开展于 18世纪 ,以惠栋 、戴震 、段玉裁 、王念孙 、王引之等为

其代表。清学蜕分期也即衰落期 ,出现在晚清时期 ,康有为 、谭嗣同 、梁启超成为代表 ,此外还有俞樾 、孙

诒让承袭高邮二王 ,章太炎 、胡适承继清儒治学方法。他认为 ,清学的这四期演变都体现了“以复古为解

放”的基本精神:“第一步 ,复宋之古 ,对于王学而得解放 。第二步 ,复汉唐之古 ,对于程朱而得解放 。第

三步 ,复西汉之古 ,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 ,复先秦之古 ,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1](第 6 页)在他

看来 ,清代学术所经历的“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 ,实是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 ,为中国学术由传统形态走

向现代形态提供了前提。他说:“夫既已复先秦之古 ,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

著著奏解放之效者 ,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 [ 1](第 6 页)因而他感叹地写道:“今清学固衰落矣。`四

时之运 ,成功者退。' 其衰落乃势之必然 ,亦事之有益者也 ,无所容其痛惜留恋 ,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

他方向 ,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
[ 1]
(第 6 页)

梁启超对 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进行了发掘与阐释 ,提出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颜元是

这一时期最值得重视和推崇的思想人物 。他们的思想共同特点在于 ,对宋明时期的心学与理学开展进

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 ,从而成为清代学术的出发点 。对于他们的思想成就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影

响 ,梁启超结合他自己参与维新变法运动的亲身体验 ,一一予以掘发与衡论。对于顾炎武 ,他写道:“当

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 者 ,则崑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 。炎武对于晚明学风 ,首施猛烈之攻击 ,而

归罪于王守仁。 ……炎武未尝直攻程朱 ,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 ……`经学即理学' 一语 ,则炎武所

创学派之新旗帜也。 ……自炎武此说出 ,而此学阀之神圣 ,忽为革命军所粉碎 ,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

之一大解放也。”
[ 1]
(第 8-9 页)对于黄宗羲 ,他写道:“宗羲以史学为根柢 ,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

代思想者 ,则《明夷待访录》也 。 ……此等论调 ,由今日观之 ,固甚普通甚肤浅 ,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 ,则

真极大胆之创论也。 ……而后此梁启超 、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 ,则将其书节钞 ,印数万本 ,秘密散

布 ,于晚清思想之骤变 ,极有力焉。”
[ 1]
(第 14 页)对于王夫之 ,他写道:“衡阳王夫之 ,生于南荒 ,学无所师

承 ,且国变后遁迹深山 ,与一时士夫不相接 ,故当时无称之者 。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 ,其攻王学甚力。

……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 , 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 ,真通天人之故者 ,船山一人而

已。' ”
[ 1]
(第 15 页)对于颜元 ,他写道:“颜氏者 ,则明目张胆以排程 、朱 、陆 、王 ,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

故所谓`宋学' 、̀ 汉学' 者 ,两皆吐弃 ,在诸儒中尤为挺拔 ,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 ……质而言之 ,为做事

故求学问 ,做事即是学问 ,舍做事外别无学问 ,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 ,以动学代静学 ,以活

学代死学 ,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 1](第 16-17 页)梁启超的这些论述 ,把 17世纪中国思想家类似于

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特质揭示和显发出来 ,把他们的思想创发视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由古代走向近

代的转换环节 ,使他们第一次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了独立的位置 ,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启蒙思想时代 ,从

而开启了早期启蒙说 。

梁启超对于 18世纪和 19世纪中国思想家也予以了重视和阐发 。例如 ,对于戴震著《孟子字义疏

证》 ,他指出:“综其内容 ,不外欲以`情感哲学' 代`理性哲学' ,就此点论之 ,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

潮之本质绝相类 。”[ 1](第 30页)又如 ,对于龚自珍的思想 ,他指出:“晚清思想之解放 ,自珍确与有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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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 ,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
[ 1]
(第 54 页)但

这些人物在他们生前就已经受到重视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 ,不像 17世纪思想家

的著述与思想 ,往往为以清代明的历史大变局所遮蔽 ,甚至被湮没。因此 ,梁启超对 17世纪中国思想家

的思想贡献所作的掘发与衡论 ,成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最为精彩 、最有影响的部分 。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梁启超沿着这一思路 ,进一步以 17世纪思想家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的论述重点 ,予以更细致更深入更系统的阐发 。全书共 16 章 ,实归结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为全书引

论 ,是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四章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 ,是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十二章论 17

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 ,是第三部分;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是第四

部分 。在这四个部分中 ,分量最大的是第三部分的 8章。在这 8章中 ,梁启超对 17世纪中国思想家作

了逐一的细致阐发:第五章为《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洲》 ,第六章为《清代经学之建设 ———

顾亭林 、阎百诗》 ,第七章为《两畸儒 ———王船山 、朱舜水》 ,第八章为《清初史学之建设 ———万季野 、全谢

山》 ,第九章为《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第十章为《实践实用主

义———颜习斋 、李恕谷》 ,第十一章为《科学之曙光 ———王寅旭 、梅定九 、陈资斋》 ,第十二章为《清初学海

波澜余录》 ,对方以智 、陈确 、潘平格 、费密 、唐甄 、胡承诺 、刘献廷 、毛奇龄 、吕留良 、戴名世等十余人进行

介绍 ,以呈现 17世纪中国思想世界“解冬启蛰 ,万卉抽萌 ,群动蠕跃”
[ 2]
(第 169 页)的蓬勃多彩气象。通

过这些阐发论析 ,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得到了进一步具体的昭显 ,鲜明地构成了一段与宋明

道学特点不同 、风貌各异 、精神有别的思想历史。可以说 ,梁启超所提出的早期启蒙说 ,由《清代学术概

论》而创发 ,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进而得以充实。

二 、张岱年:从中国哲学综合创新阐发早期启蒙说

20世纪 30年代 ,梁启超所开创的早期启蒙说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发挥 。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 ,与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比 ,其规模更为宏大 ,其内容更加充实 ,即是一个证明。

但这一时期 ,梁启超这一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和发挥者 ,更多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

学者 。他们对明清之际 、特别是对 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进行了新的阐发 ,

予以了相当高的评价 ,把这一段思想史看作是中国思想新旧交替的过程 ,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

与 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相衔接 ,以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活水源头 。赞成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张岱年 ,是这一主张的最早阐发者 。

在 20世纪 30年代中期 ,面对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内忧外患 、生死存亡的危局 ,张岱年相继发表《论现

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诸文 ,大声疾呼为民族的生存与复兴而重建中国哲学。

他说:“中国旧哲学既已过去 ,而西洋哲学思想未必即能适合现在中国的需要 。 ……中国现在惟有自己

创造其新的哲学 。”[ 3](第 205 页)在他看来 ,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保守旧哲学的传统

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洋哲学系统下的一分子 ,都是不能应付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 3](第 205

页)。他进而认为 ,现时代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其基础 ,指出:“今后

哲学之一个新路 ,当是将唯物 、理想 、解析 ,综合于一。 ……此所说综合 ,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

吸收理想与解析 ,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 [ 3]
(第 210 页)

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视相联系 ,张岱年力图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能够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结合点 。他认为:“今日中国的新哲学 ,必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 。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 ,

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 ,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 3](第 219 页)由此出发 ,他对中

国传统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进行了区分 。在他看来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 、墨 、道 、名诸家哲学派

别中 ,真正有持久影响力的是儒家 ,儒家哲学成为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正统哲学。特别是北宋以来新儒家

哲学的发展 ,对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开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因此 ,他尤其注意探讨北宋以降新儒家哲学开

展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他指出 ,北宋以来的新儒家哲学开展中 ,最主要的派别是程朱派 、陆王派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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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以来的王夫之 、颜元 、戴震一派。程朱派主理学 ,陆王派主心学 ,王 、颜 、戴一派可称为气学或事学 。这

三大学派中 ,王夫之 、颜元 、戴震的气学或事学由于具有鲜明的唯物论倾向 ,因而最接近现代思想 ,最值

得在构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时所重视 。

张岱年对明清之际的哲学走向与王 、颜 、戴的哲学贡献予以了高度评价 ,认为王 、颜 、戴的哲学是中

国哲学中之活的潮流 ,能够为建构中国新哲学提供最直接的本土思想资源 ,足以为将来中国新哲学的先

驱。他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之趋向 ,更有很多可注意的 ,即是 ,这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

哲学家 ,都是倾向于唯物的。这三百年中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 ,是王船山 、颜习斋 、戴东原 。在宇宙论都

讲唯气或唯器;在知识论及方法论 ,都重经验及知识之物的基础;在人生论 ,都讲践形 ,有为。所谓践形 ,

即充分发展人的形体 ,这种观念是注重动 、生 、人本的 。我们可以说 ,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 ,实以唯物

为主潮。我觉得 ,现代中国治哲学者 ,应继续王 、颜 、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 。王 、颜 、戴的哲学 ,都不甚

成熟 ,但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很对的 。新的中国哲学 ,应顺着这三百年来的趋向而前进 。”[ 3](第 221 页)对

于颜元 、李塨的思想 ,张岱年著《颜李之学》一文作了专门阐发 ,指出:“颜元(习斋)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卓

越的思想家之一 。在中国历代的哲学家中 ,颜元的思想比较与现代世界的思潮相近。 ……颜李之学可

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改革 ,它在精神上是倾向实证科学的。它有二点与科学精神相合 ,即一重事物 ,二

重习行。”
[ 3]
(第 150-153页)

张岱年以王 、颜 、戴的气学或事学为中国旧哲学的活东西和中国新哲学的先驱 ,承继并发挥了梁启

超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基本思想 ,进而启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探索 ,

从而构成了早期启蒙说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 、范寿康:从中国哲学通史阐发早期启蒙说

范寿康自 20世纪 20年代初起就是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20世纪 30年代 ,他在武汉大学

哲学系任教 ,主讲“中国哲学史”课程 ,在讲稿基础上完成《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 ,于 1937年出版。这是

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

在《中国哲学史通论》中 ,范寿康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张出发 ,把中国历史划分

为五个大的阶段:(一)殷代以前的原始共产制时代;(二)殷代的奴隶制时代;(三)周代的封建制时代;

(四)自秦初至鸦片战争的单纯商品经济制时代;(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的资本主义制时代。他进而指

出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国哲学 ,正是在这些中国社会形态变动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中 ,殷周之际 、秦

汉时期 、鸦片战争后 ,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动的时期 ,成为了中国哲学开展的三个重要转变期。

以此为基础 ,全书论述了从殷周之际到晚清之时中国哲学开展的全过程 ,共分六编:第一编为《先秦时代

的哲学(子学)》 ,第二编为《汉代的哲学(经学)》 ,第三编为《魏晋南北朝的哲学(玄学)》 ,第四编为《隋唐

的哲学(佛学)》 ,第五编为《宋明的哲学(经学)》 ,第六编为《清代的哲学(经学)》 。在这里 ,他没有简单套

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对立的模式来解释中国哲学历史 ,而是注意发掘和凸显中国哲

学思维的自身特点 ,力求用 “子学” 、“经学” 、“玄学” 、“佛学”等中国传统哲学概念 ,表达中国哲学开展的

不同阶段 。其中 , “清代的哲学”成为独立一编 ,在中国哲学历史中被鲜明地赋予了重要的地位 ,得到了

很大的凸显。

在第六编《清代的哲学(经学)》中 ,范寿康承继了梁启超的观点 ,认为:“大体讲 ,清代的学问实可以

说是对于王学的反动 。”
[ 4]
(第 401 页)按清代哲学开展的先后 ,他把有清一代哲学开展分为宋学 、实行 、汉

学 、公羊学四派 ,并对于这四派分别作了更为细致的说明 。特别是对于宋学派和实行派 ,他作了较多的

论析和很高的评价 ,尤其推重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颜元四人 。他说:“梁启超说:̀吾于清初大师 ,最

尊顾 、黄 、王 、颜 ,皆明学反动所产也 。' 又说:̀顾 、黄 、王 、颜 ,同一王学之反动也 ,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

不同 。黄氏始终不非王学 ,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 、王两氏黜明存宋 ,而顾尊考证 ,王好名理;若颜

氏者 ,则明目张胆以排程 、朱 、陆 、王 ,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 ,故所谓宋学 、汉学者 ,两皆唾弃。' (《清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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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概论》)这些话甚得要领 。”
[ 4]
(第 408 页)

对于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颜元的哲学思想及其所蕴含的新内容 、新意义 ,范寿康作了分别的阐

发与评价 。他论顾炎武说:“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的攻击 , ……炎武在消极方面打破了王学;而在

积极方面 ,他在哲理上固无特殊的建设 ,但在方法上却有莫大的贡献 。他所创立的新方法实为清代考证

学派所以出现的导火线。”
[ 4]
(第 409-410 页)他论黄宗羲说:“所著《明夷待访录》 ,其言颇多创见 ,且影响于

清末思想界者不小。 ……这些议论 ,在于今日 ,固属平常 ,且宗羲不能脱复古思想的窠臼 ,其见解也不免

含有错误之点;可是在二百余年前 ,这却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创论 。况且清初嫉视汉族最甚 ,于专制淫威

之下倡此革命的论调 ,实非天下之大勇不办。宗羲真不愧为豪杰之士 。”
[ 4]
(第 414-415 页)他论王夫之说:

“夫之治学 ,排除迷信 ,注重实证 ,饶有科学的精神 。他最好治《易》 ,以为《易》乃圣道的显现 ,举凡礼乐的

精微与夫仁义的大用俱存于《易》 。他说《易》的著作有《内外传》及《周易稗疏》等 ,他不信陈抟之学 ,亦不

信京房之术 ,于《河图》 、《洛书》 、《纬书》杂说 ,无不力辟其妄 。 ……这种精神实与欧西今日的科学的精神

完全相合 。”
[ 4]
(第 416 页)他论颜元说:“颜元之学 ,其精神至为崇高 ,而此崇高的精神有二方面 ,一曰求

真 ,二曰救世。 ……他的注重行动与那种`生存一日 ,当为生民办事一日' 的主张 ,不仅是济世的切实的

手段 ,而又是修养的良好的方法了。”[ 4](第 420-422 页)在他看来 ,顾 、黄 、王 、颜的哲学中都已孕育了近代

思想因素 ,这正是他们哲学思想所蕴含的新内容 、新意义之所在 。

范寿康的这些论述 ,使 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及其价值 ,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中获得

了重要的位置 ,鲜明地凸显出来。这一点恰与同一时期冯友兰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对这些人

物思想的忽视和遮蔽 ,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中 ,有关 17—18世纪中国哲学

开展的论述 ,只有《清代道学之继续》一章 ,其中主要介绍的是颜元与戴震的哲学思想 ,并强调这些思想

都只是道学的继续。对于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冯著《中国哲学史》都没有作专门的论述。

因此 ,范著《中国哲学史通论》与冯著《中国哲学史》相比 ,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鲜明的不同 ,而且在

对清代哲学开展的书写与评价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在中国哲学通史教科书体系中 ,凸显 17世纪中

国思想家的哲学贡献 ,使“清代的哲学”成为继“先秦时代的哲学” 、“汉代的哲学” 、“魏晋南北朝的哲学” 、

“隋唐的哲学” 、“宋明的哲学”之后又一个中国哲学开展的重大历史阶段 ,是范寿康对早期启蒙说的一大

贡献 。

四 、吕振羽:从中国思想通史阐发早期启蒙说

吕振羽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亦出版于 1937年 ,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整理和阐释中国思想

通史的名著。全书从商朝奴隶制度时代的巫教神学和八卦哲学讲起 ,一直论及晚清时期龚自珍 、魏源学

说。尽管这是一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 ,但所重点论述的内容还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开展 ,可以说是一

部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中国思想通史 。

如果说梁启超是把自己的思想 ,看作是对明清之际以来新思想发展的继承 ,那么吕振羽也试图把明

清之际以来新思想发展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吕振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学生 ,早

在 20世纪 20年代就开始追随李达 ,信仰马列 。20世纪 30年代 ,师生二人又同在白色恐怖下的北平传

播马克思主义 ,交往十分密切 。李达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和吕振羽的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都完成于

这一时期 。从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 ,可以看出吕振羽深受李达思想的影响。李达在《社会学大纲》

中指出:“当作哲学看 ,唯物辩证法与一切先行的哲学有很深的关系 ,因而一切先行哲学的历史 ,都是唯

物辩证法的前史 。 ……唯物辩证法是把人类的知识史 ———特别是哲学史———中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当

作遗产继承下来并使其发展的东西 。所以 ,唯物辩证法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历史的总计 、总和与结论。”[ 5]

(第 69页)正是依据这一基本方法 ,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以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思想

通史作了认真的整理与阐释 ,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予以了积极的发掘与凸显 ,而于其间体现了鲜明的马克

思主义批判精神 。他试图通过这种整理和阐释 ,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开展的哲学史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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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把中国哲学及思想的开展 ,放在社会存在上加以考察 ,明确地划分为两大哲学及思想走向:

一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哲学及思想的开展 ,另一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哲学及思想的开展。在他看来 ,中国

社会变迁及思想发展的主要时期 ,都存在着这两大哲学及思想走向。前者主要体现为观念论 ,后者主要

体现为唯物论 ,当然在特殊的条件下 ,也会出现统治阶级中被支配阶层的唯物论 ,或出现革命的观念论。

对于统治阶级的哲学及思想的开展 ,吕振羽作了较细致的梳理 ,清晰地整理出其中反映时代变化及要求

而形成的发展脉络及主要环节 。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哲学及思想 ,吕振羽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鲜明的

凸显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发掘与诠释 ,第一次清理出中国历史上被统治阶级哲学及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与主要环节 ,指出:“随着社会内部敌对矛盾的发展 ,便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之敌对矛盾的发展。和统治阶

级的哲学相对立的 ,便产生了被统治阶级的哲学。例如在战国 ,代表农奴阶级和封主们哲学相对立的 ,

有墨翟 、许行哲学。到汉代 ,和地主阶级哲学相对立的 ,有王充哲学。到南北朝 ,和统治种族及大地主哲

学相对立的 ,有鲍敬言的代表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种族的哲学。到明代 ,和阳明学派相对立的 ,有王艮 、

李卓吾哲学。 ……同时 ,在农民阶级的阶级运动中所显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 ,虽不曾留给我们以系统的

文献 ,然而在盗跖 ,在陈涉 、吴广 ,在樊崇 ,在张角 、张鲁 ,在黄巢 ,在韩林儿 ,在李自成 、张献忠 ,在太平天

国 ,在义和团……的行动思想信仰中 ,能指示出阶级意识的一个梗概来。”[ 6](第 8 页)

对于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思想发展 ,吕振羽依据这一思想史观作了更具体的解释 ,指出

了由于中国经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新变动 ,使得这一时期的被统治阶级思想出现了新变化 ,不仅存在着

原有的代表农民阶级的思想家 ,而且还出现了新式的代表市民阶级的思想家。他指出:“到明清之际 ,不

只表现都市经济的成长 ,已成为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自由商人已开始直接向生产投

资 ,出现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因之 ,它更发挥了肢解封建农村的作用 ,并引起大量农民的离村 ,愈扩

大了农村的阶级矛盾 。因之 ,一方面便引发明末农民大暴动 ,一方面便引起土地向地主 、富商和高利贷

者手中集中的情势———这到清乾隆朝已很严重———另一方面 ,便扩大了农村人口的相对过剩和食粮缺

乏的问题 。这反映到意识形态上 ,一方面便产生黄宗羲 、戴震 、王夫之等人的市民阶级的政治学说;一方

面由于封建农村的衰落和农村阶级矛盾的扩大 ,便产生颜元 、李塨等的农民派的政治学说;一方面便产

生陆桴亭 、李二曲等人之地主阶级的庸俗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说。到嘉道间 ,由于在产业革命后的欧洲资

本主义势力的东来 ,他一面给了中国的封建官僚地主以空前压迫;一面也影响了中国市民经济的发展 ,

从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 ,便孕育出龚自珍和魏源的政治学说 ,采取着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之东方式的特殊

姿态。”
[ 6]
(第 459页)在这里 ,他强调明清之际是一个新旧交错的时代 ,既存在着旧有的社会矛盾 ,又孕育

着新生的社会因素 ,由此使中国思想世界出现了新变化 ,由此提出了地主阶级 、农民阶级 、市民阶级及其

思想代表人物的三分法。

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以第十编《封建主义崩溃期的各派政治思想》为结束 。在这一编中 ,吕振羽

以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和思想世界的新变动为基础 ,分三章来论述明清之际的思想开展:第一章为《地

主阶级政治思想的演变和其消沉》 ,第二章为《农民派政治思想的发展》 ,第三章为《市民阶级政治思想的

形成与发展》 。在这里 ,作为农民派政治思想代表的有王艮 、李贽与颜元;而作为市民阶级政治思想代表

的则有黄宗羲 、王夫之 、龚自珍和魏源 ,这些都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家 。对于王艮 、李贽这些没有为梁启

超所涉及的 16世纪下半叶异端思想家 ,吕振羽予以了重视和阐发 ,肯定了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

位置 ,认为王艮是“代表农民阶级思想的王学左派” [ 6](第 486 页) ,李贽则“从农民阶级的立场上 ,给予相

承数千年的地主阶级政治学说 ———儒学以严厉的抨击”
[ 6]
(第489 页)。对于梁启超作出过阐发与衡论的

黄宗羲 、王夫之 ,吕振羽则放在市民阶级这一重新界定的阶级基础上予以新评价 ,指出了他们在思想上

超越前人的新内容 ,认为黄宗羲的非君论体现了“市民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 6](第 496 页),王夫之在政

治上所要求的“是`统一' `大同' , `风教' `画一' 的国体 ,不给予`生民之困' ,而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政体;

易言之 ,即要求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
[ 6]
(第 505 页)。在这些论述中 ,吕著《中国

政治思想史》比范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更强调了 17世纪中国思想家体现了新的经济生活变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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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从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思想发展时 ,吕振羽显然直接承继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

思想的掘发与衡论。这一点从结束全书的最后一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吕振羽指出:“龚自珍和魏

源的思想 、主张 ,后来曾给予日本的官僚资本者以深刻的影响。梁启超说:̀然日本的平象山 、吉田松阴 、

西乡隆盛辈 ,皆为其书(《海国图志》 ———羽)所刺激 ,间接以演尊皇攘夷维新之活剧 ,不龟手之药一也。'

(梁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氏更说中国近代`敷新思想之萌蘖 ,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 、

魏' 。诚然 ,康有为 、谭嗣同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基本上是渊源于龚 、魏的;而康 、谭 、梁却是鸦片

战争后 ,首先提倡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先觉 。” [ 6](第 507 页)在这里 ,吕著《中国政治思想

史》实把黄 、王 、龚 、魏市民阶级政治思想的开展 ,作为了中国政治思想由古代向近代转换的主要环节 ,认

为康有为 、谭嗣同 、梁启超所代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正是接此而来 。

五 、侯外庐对早期启蒙说的系统阐发

侯外庐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从事中国历史研究 ,并由之而进入中国思想史研究 。但他的中国思想

史研究工作 ,并没有像吕振羽那样着重于对中国思想通史的整理与阐释 ,而是把研究的重心移向了明清

之际三百年来的哲学史及思想史 ,从而于 20世纪 40年代前期写出了两卷本《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又

名《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展开了自己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史的专门性梳理与说明 ,形成了系统的中

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 。

侯外庐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 ,沿着吕振羽的思路 ,对明清之际社会生活的新内容进一步予以

了揭示和衡论。他认为 ,在中国历史上 ,明清之际是继周秦之际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开

展时期。特别是 17世纪中国 ,更是一个暴风雨降临的世界 ,是一个如黄宗羲所说的“天崩地解”的大变

革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 ,崛起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潮 ,成为中国哲学及思想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他说:

“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之花果 ,固然可以比美于希腊文化 ,而清代思想之光辉 ,亦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

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 。” [ 7](自序第 1 页)因此 ,在他看来 ,就中国哲学及思想历史发展论 ,明清之际确实

值得与周秦之际一样作优先的关注和探讨。

对于明清之际以来早期启蒙思想的开展 ,侯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分为三个大阶段 ,由此构成了

全书三编:“第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 ,气象博大深远 ,应作特独研究 ,是为第一编;第十八世纪的汉学运

动 ,为学问而学问 ,正是乾嘉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 ,戴(东原)章(实斋)二子不过是清初大儒思

想的余波 ,是为第二编;第十九世纪中叶以至二十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 ,更接受了西洋学术的直接影

响 ,内容殊为复杂多面 ,直与现在文化相连 ,是为第三编。”[ 7](自序第 1 页)在这三个大阶段中 ,侯外庐最

为重视第一阶段 ,即 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对于梁启超 、胡适以 18 世纪为清代思想的全盛时

期 ,以戴震为清代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人物 ,侯外庐在书中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 。在他看来:“清代的哲

学也好 ,一般的学术也好 ,我们认为十七世纪的成就 ,是伟大的 ,并非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准备基础 ,反

之 ,乾嘉时代的哲学却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 ,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发展),这一点 ,任

公 、适之都把历史颠倒了 。”
[ 7]
(第 389 页)

因此 ,侯外庐尤其重视 17世纪中国哲学及思想的开展 ,特别是重视王夫之 、黄宗羲 、顾炎武三位早

期启蒙思想家 ,对他们的哲学及思想作了着重阐释和很高评价。他指出:“人们都知道这一理学反动的

时代 ,是有一个中心问题 ,贯串于各家 ,但中心问题却不是随便可以规定的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来 ,是

人类开始探寻新的世界 ,开始设计人类社会的整个计划 ,所谓`天工开物' ,但这里是具有着多方面的角

度去窥察 ,船山走的路线是知识形式的解放 ,有浓厚的理性哲学精神 ,梨洲走的路线是政治理想的乌托

邦 ,而亭林则更走了一种特异路线 ,即经验主义的倡导 ,至于颜李学派 ,强调劳动 ,尤趋向于科学思想的

实践 。”
[ 7]
(第 165 页)《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第一编开头三章 ,分别为《形式知识上解放的哲学家王船

山》 、《近代启蒙思想家黄梨洲》 、《高树经验主义旗帜底顾亭林》 ,对王夫之 、黄宗羲 、顾炎武的哲学及思想

进行了重点论述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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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阐释王夫之哲学 ,把王夫之哲学在 17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十分

鲜明地凸显出来 ,从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是侯外庐开展早期启蒙思潮研究的重大贡

献。侯外庐对胡适不讲王夫之的哲学贡献十分不满 ,指出:“以哲学而论 ,王船山的宇宙论 、认识论 、历史

哲学 、人类性论 ,其烂然卓识 ,超过前人 ,然而适之没有一字提到这位大儒。”[ 7](第 388 页)侯外庐进而指

出:“王船山是第十七世纪中国的伟大哲学家……他在湖南猺洞里著作有那样大的成就 ,我们不能不钦

服他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并辉千秋 ,他使用颇丰富的形式语言成立他的学说体系 ,我们又不能不

说他可以和德国近世的理性派东西比美 。” [ 7](第 1 页)对于王夫之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及其贡献 ,侯外庐

作了着重的阐发 ,指出:“宋明以来的理气观 ,是烦琐哲学的中心论点 ,这在船山的生化论中建立了崭新

的命题。 ……他肯定气为第一次的 ,理为第二次的 ,这一思惟与存在的问题 ,在船山学说中是最光辉

的。”[ 7](第 38 页)早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写作之初 ,侯外庐即对王夫之思想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

和系统阐发 ,著《船山学案》一书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 ,也成为他探讨早期启蒙思潮的开端。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论王夫之一章 ,即由此而来。

对于黄宗羲 ,侯外庐着重申发了他的政治哲学 ,并以 17世纪中国历史大变局为背景 ,揭示了黄宗羲

政治哲学中民主主义的意义。他指出 ,黄宗羲的经世之学的“世”与“经”有其特殊的时代性:“梨洲经世

之学的`世' ,是十七世纪 ,经过了农民战争时代的暗中摸索 ,而开始意识到近代 , ……人类从狭小的天地

中出来 ,探望了自然 ,复至社会觉醒;而近代初期经世之学的`经' ,则复有种种复杂的形式 ,梨洲所理想

者近似于十六世纪以后的农民平民异端 。” [ 7](第 105 页)在他看来:“如果说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理想 ,是

建设上帝的王国 ,即建设预言的千载太平的天国于地球之上 ,则十七世纪中国的启蒙理想 ,是建设`三

代' 的王国 ,即建设梦想的圣世王国于地球之上 ,原则上都是属于平民的要求 ,梨洲在人民生活的权利上

主张着齐之均之的制度 ,在人民权利关系上亦主张着`天下大公' 制度 。”[ 7](第 118-119 页)他特别对黄宗

羲的《明夷待访录》的思想予以了阐发 ,肯定了梁启超对《明夷待访录》的评价 ,认为“此书类似《人权宣

言》 ,尤以《原君》 、《原臣》 、《原法》诸篇显著说出民主主义” [ 7](第 115 页)。

对于顾炎武 ,侯外庐以经验主义为其哲学特点 ,并由此出发高度评价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内涵及意

义。在他看来:“亭林之反理学思想是比较梨洲 、船山更为有力 ,他不但对于宋明学者树起经验论的反命

题 ,而且在他的经验论的信仰中创作了许多范例 ,如《日知录》的时代成功作品 ,这最对于中古玄学是可

致命的。”
[ 7]
(第 177-178页)其原因就在于 ,“亭林的经验科学的要素 ,在思想史上是与玄学不能两立的 ,故

心性命天道的旧说 ,必然要被他抹杀 ,以之还元于生活中”
[ 7]
(第 178 页)。

通过对王夫之 、黄宗羲 、顾炎武哲学及思想的阐发 ,再继之对颜元 、傅山 、李颙 、朱之瑜 、唐甄等人哲

学及思想的疏释 ,侯外庐确立了 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的基本轮廓与主要贡献 ,使早期启蒙思潮在中国

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鲜明地凸显出来 。他的结论是:“清初大儒不仅是破坏者 ,而主要是建设者。”
[ 7]

(第 388 页)“清初大儒的学术 ,是全人格性的奔放 ,考据之学(除习斋外)固然是他们的依据 ,但他们从社

会 、历史 、人性 、宇宙各方面批评理学(虽然在形式上犹留门户之见),是更深地探究知识的 ,比专依乎考

据之学犹宏远 ,不能说清代哲学非经过考证之学不能产出来。”
[ 7]
(第 389 页)在他看来 ,在早期启蒙思潮

中 ,已经孕育了近代性因素 ,呈现出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新哲学与新思想 ,显示出中国文化的自

我更新;这些近代性因素 ,虽然未能最终从母体中接生出来 ,出现了“中国近代思想难产”[ 7](第 585 页),

但却为鸦片战争后西方近现代哲学及思想传入中国 ,提供了与中国文化相交流 、相贯通 、相融合的结合

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哲学思潮 ,要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 ,也必须以具有近代性因素

的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和生长点 。因此 ,侯外庐提出:“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 ,消灭它 ,从旧事物

里提取新生契机 ,发扬它 。这是当前哲学上的首要任务”[ 7](第 960 页)。这实际上是挑明了他著《中国近

世思想学说史》的主旨。

侯外庐进而指出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影响 ,早期启蒙思潮的承继者中必然会出现分化 ,其中

一部分人最终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第三编第十五章《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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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中 ,侯外庐即以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的两个弟子 ———鲁迅与吴

承仕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为例 ,说明了早期启蒙思潮经过三个世纪曲折发展后的新的历史性选择:“太

炎弟子鲁迅 ,是和太炎有脉络可寻之处 , ……太炎和鲁迅的同点 ,在于对于拆散时代的怀疑 ,而异点是太

炎走入悲观以至于离开问题 ,鲁迅由彷徨以至于提出问题。我们在鲁迅言论里只见有崇敬太炎的话 ,而

没有批评的话 ,知道颇有时代痛苦的一致感慨 ,不仅师弟关系罢了。此处尚有一言 ,即真能继承太炎传

统者 ,就是那位记述《菿汉微言》一书的玄言者 ,与鲁迅殊途同归。”[ 7](第 788 页)他所说的“那位记述《菿

汉微言》一书的玄言者” ,就是由经学大师而成为共产党员 、最后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吴承仕 ,侯外庐在书

中称他为“吾最崇敬的亡友”
[ 7]
(第 786 页)。

侯外庐对明清之际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潮的探寻 ,可以说通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哲学自身发展中近

代性因素的发现 ,更为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生长的依据 ,更

为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 、发展和中国化的历史可能性和历史合理性 。后来 ,侯外庐

又以《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第一 、二编为基础 ,改写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作为他与赵纪彬 、杜国

庠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使之成为中国思想通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而凸显了明清

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在中国思想开展中的历史地位 。这也就使得早期启蒙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而侯外

庐也由之而成为早期启蒙说的最重要代表人物。

与吕振羽相似 ,侯外庐与李达也有着师生情谊。20世纪 30年代 ,他曾与李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共

事 ,深受李达影响 ,从此视李达为自己的老师。他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中对此有过深情回忆:“我在平

大法学院期间 ,有幸结识李达同志。李达是这年秋天开始到北平大学法学院任教的 ,到校后 ,立刻是全校

声望最高的一位教授。李达同志以往的革命经历和一向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都是众所周知的。

……李达同志当时讲授的`社会学'的内容 ,便是数年后他发表的名著《社会学大纲》的内容 。抗战前 ,在北

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 ,党内外都有 ,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 ,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

言 ,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我自得识李达同志 ,仅半年交往 ,便终身师事。我常常去向他请教问题 ,他也很愿

意和我交换看法。我们在一起讨论过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许多理论缺陷 。他对于社会史论战是十分关注

的 ,对论战中的托派理论保持着非常敏锐的警惕性 。当时 ,吕振羽任中国大学国学系教授。吕振羽是李达

同志的高足 ,他们过从甚密。我之认识吕振羽同志 ,是由李达同志作的介绍。”[ 8](第 36-37 页)在侯外庐看

来 ,李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播火者 ,而且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在《韧的追求·自序》中写道:“半个多世纪来 ,中国新兴史学队伍赢得科学 ,挣脱枷锁 ,是有所作为 ,

无愧时代和民族的。在这个队列的名录中 ,有郭沫若 、李达 、杜国庠 、吕振羽 、翦伯赞 、范文澜 、吴晗 、尚钺 、

尹达……,与他们同伍 ,是我的殊荣。”[ 8](自序第 2-3 页)1980年 ,吕振羽逝世后 ,萧萐父先生曾趋访病中的侯

外庐 ,“当谈到 30年代北平旧事 ,每提及李达老 、振羽同志 ,侯外老亦为之泫然 !”
[ 9]
(第 36 页)1981年 ,侯外

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一文 ,深情回忆与李达的深厚革命情谊 ,高度评价李达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在文中 ,他特别肯定了《社会学大纲》的价值 ,认为:“这本阐述科学宇宙观

和历史观的哲学著作 ,在经过几乎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之后 ,现在读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 10]

(第 3 版)从

侯外庐的回忆文字中 ,可以看出他也深受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影响。

六 、萧萐父先生对早期启蒙说的继承及其背景

萧萐父先生对早期启蒙说的继承 ,是与他的学术道路 、学术渊源与学术环境直接相联系的 。对于自

己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渊源 ,萧先生在 1990年曾有过回顾 ,作过概述:“抚念生平 ,其所以走上学术道路 ,

勉力驰骋古今 ,全赖从中学时起就受到几位启蒙老师言传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熏陶 。至于大学时代

传道授业诸师 ,冷峻清晰如万卓恒师 、朴厚凝专如张真如师 、渊博嵚崎如金克木师 ,诲教谆谆 ,终身不忘。

五十年代中赴京进修 ,曾问学于汤用彤 、贺自昭 、冯芝生 、张岱年 、任继愈诸师 ,饫闻胜义;又从李达老 、杜

国庠 、侯外庐 、吕振羽诸前辈的立身治学风范中得窥矩矱 ,深受教益 。自负笈墨池 ,至今半个世纪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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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而老师们播入心田的火种却始终在延烧。这是丹柯燃心为炬的圣火 ,永远也不会熄灭 。”
[ 11]

(第 625-

626 页)从这段话中 ,可以看到萧先生在学术道路上承受了 20 世纪中国诸多学者名家的不同影响 ,而最

后归依为李达 、杜国庠 、侯外庐 、吕振羽等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立身治学风范 ,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

期启蒙说的继承者。

萧先生的这一学术归趋的确定 ,可追溯至他幼年时就在家中接触到同盟会秘密刊印的《明夷待访

录》 、《黄书》 、《扬州十日记》等书 ,也与他中学时就在历史老师的指引下阅读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相联系 ,但更与他身处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术环境分不开。而这个学术

环境 ,是与李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

1956年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主持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 ,并亲自为新组建的武大哲学系物色

师资 。50年代后期 ,萧先生应李达的邀请 ,回到 40年代就读的武大哲学系任教 ,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

学与研究 。李达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有着明确的目的 。李达当年的助手陶德麟先生后来对此有过说

明:“这种重建不是简单地恢复 ,而是创办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哲学系。这个哲学系应当以马克思主

义哲学为主体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其他学科。”[ 12](第 808 页)萧先生也曾对笔者说过 ,李达当

年同他谈话时 ,明确提出重建后的武大哲学系 ,不是办成以讲康德 、黑格尔为主的哲学系 ,也不是办成以

讲程 、朱 、陆 、王为主的哲学系 ,而是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系。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

问题上 ,李达当然认肯吕振羽 、侯外庐的路向 ,更何况他与吕振羽 、侯外庐之间 ,不仅有着共同的理想 ,而

且有着特殊的交谊。

正是这样 ,当萧先生重回武汉大学哲学系 、在李达指导下开始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时 ,吕

振羽 、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就通过李达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萧先生原本就是解放前投身革命的

共产党员学者 ,所以极易与这些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产生思想共鸣 ,从一开始即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

潮作为自己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心 ,成为早期启蒙说的新一代继承者。对此 ,萧先生晚年回忆说:

“50年代 ,武大哲学系在筹建中 ,我们在李达老指导下准备在武大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 新课 ,备课

过程中 ,首先细读了振羽同志的论著 ,连同杜国庠 、赵纪彬 、侯外庐同志等的有关论著 ,成为我们最初走

进`中国哲学史' 园地的`便桥' 和路标。”[ 9](第 31 页)

1962年 ,吕振羽受李达邀请 ,赴长沙出席纪念王船山逝世 270周年学术讨论会 ,萧先生作为青年学

者直接受其教诲 。萧先生后来有过深切的回忆:“振羽同志莅会后 ,初未表态 ,而非常认真地仔细阅读两

湖青年作者的论文 ,热情关心他们的研究成绩及不足之处 ,多次交谈 ,除了热情鼓励之外 ,特别指点我们

既要勇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又要注意`言必征实 ,义必切理' ,适度而不要片面夸张 ,真理多跨进

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当时我判定船山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是明末清初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互相纽结

的特殊条件下地主阶级激烈分化所形成的`地主阶级政治反对派' ,振羽同志表示怀疑 ,认为单从政治分

化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集团 ,且称之为`地主阶级反对派' ,反对谁呢? 他申说他的观点:从明清之际的

社会实际出发 ,既已有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就有其思想政治代表 。王船山代表了早期市民阶级。

针对我论文中曾提到王船山思想是`一面时代矛盾的镜子' ,他细心指点:研究思想的矛盾性既要深入到

当时的时代矛盾中去究其根源 ,也要深入到思想家个人的内心矛盾去确切体会 ,因而他强调应注意研究

船山在《章灵赋 ·注》中及其他诗文中的许多自我剖白。”[ 9](第 34-35 页)在萧先生的王夫之研究中 ,可以

清楚地看到吕振羽所投下的思想影响。

吕振羽 、侯外庐的思想影响 ,一直延续到萧先生的晚年。在他的论文集《吹沙三集》中 ,收有《“欲从

今古究长河” ———缅怀吕振羽同志》和《“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二

文 ,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影响依在 ,不减当年。在缅怀吕振羽文中 ,他回忆了李达与吕振羽 、侯外庐的师生

情 、战友谊 ,回忆了吕振羽对自己的多次教诲 。在与许苏民合写的纪念侯外庐文中 ,他明确地表示:“如

今 ,虽然不少随波逐流的人们漠视侯外庐先生的学说 ,虽然他的`早期启蒙说'成了摩登的后现代派学者

们力图`消解'的对象 ,但我们仍然在此庄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 ,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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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讲。”
[ 9]
(第 39 页)

萧先生承继早期启蒙说的这一学脉与背景 ,由于时过境迁 、人亡物故 ,已为今天的研究者所多不了

解。但笔者以为 ,这又是在了解萧先生对早期启蒙说的继承和贡献时 ,首先所需要掌握的入门钥匙 ,因

此作了上述这些回顾 。其实 ,了解这一学脉与背景 ,不仅有助于对萧先生学术思想的了解 ,而且也有助

于对早期启蒙说在 20世纪历史演变的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开展的这些历史环节 ,是不应

当被遗忘的!

七 、萧萐父先生的贡献之一:开展王夫之的个案研究

萧先生对早期启蒙说的深化与拓展 ,是从深入开展王夫之思想研究着手的 。这一研究工作自 20世

纪 50年代与 60年代之交开始 ,而在 1962年 11月举行的纪念王船山逝世 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了

最初的显示和收获。

这次讨论会由湖南 、湖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 ,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王夫之专

题研讨会 。李达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发起者 ,并亲自赴长沙主持会议 。在开幕词中 ,李达鲜明地肯定了

明清之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王夫之在明清之际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指出:“明清之际 ,在我

国学术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 。当时 ,在以农民革命为主流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暴风雨中 ,诞

生了一批大思想家。王船山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 ……他在哲学 、史学以及文学等方面 ,都有不少的贡

献。他的著作和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13](第 1-2 页)李达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

会 ,指出了王夫之思想的巨大历史影响 ,他说:“我们比较年长的一辈 ,在少年时期 ,读过他的史论以及

《黄书》等著作的 ,对于他的一些爱国主义的思想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 ……从清末到五四 ,据我所知 ,

至少在湖南地区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 ,对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摸索一条继承优秀传统和开辟文化革命

相结合的正确途径上 ,曾发生过良好的思想影响。”[ 13](第 2 页)在这次会议上 ,萧先生提交了两篇高质量

的学术论文 ,一篇是《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 ,着重阐发王夫之的本体学说和认识理论;另一篇是《浅论王

夫之的历史哲学》 ,专门论析王夫之的历史观 。这两篇文章对王夫之的主要哲学思想作了有深度有新意

的剖析衡论 ,凸显了王夫之“作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中的哲学代表” [ 14](第 59 页)的历史地位 ,对王夫

之哲学研究作了新的推进 。萧先生由此在王夫之研究中脱颖而出 ,成为新一代知名的王夫之研究者。

他后来回忆说:“自此 ,我潜心研究王夫之与明清之际启蒙思潮。”
[ 15]

(第 431 页)而这些是与李达的指导与

支持分不开的。如果说李达在 20世纪 30年代指导吕振羽写出《中国政治思想史》 ,以明清之际思想家

的新思想作为全书的结束 ,那么他又在 60年代指导萧先生开展王夫之思想研究 ,从而形成了武汉大学

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研究的鲜明特色 。

萧先生对于王夫之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是在最近 30年间 。这一研究的成果 ,在他的多部著作中集

中体现出来 ,主要有主编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年出

版)、结集于 20世纪 90年代的《船山哲学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和问世于 21 世纪初的

《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在这些著作中 ,可以看到萧先生对于王夫之思想研究的

不断深化与拓展的足迹。

在《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一书中 ,萧先生的长文《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 ,对王夫之辩证法思想

进行了系统阐释 ,成为全书的纲领和主轴。萧先生在文中指出 ,王夫之的辩证法贯穿于他的自然史观 、

人类史观和认识论中 ,是王夫之哲学的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 。他说:“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崛起的早

期启蒙思潮中的哲学代表 。他在哲学上的突出贡献 ,在于他深研《易》理 ,熔铸老 、庄 ,旁及佛学 、道教 ,出

入程 、朱 、陆 、王 ,博取新兴质测之学 ,自觉继承张载的朴素辩证法 ,并善于综合大量先行思想资料;而主

要是他对自己所经历的大动荡的社会现实和农民革命战争所展开了的社会矛盾 ,勇于正视 ,进行了哲学

概括 ,从而把我国朴素形态的唯物辩证法推进到时代条件所允许的高度。”
[ 16]

(第 23 页)他进而通过对王

夫之的自然史观 、人类史观 、认识论诸范畴的清理与疏释 ,细致而深入地展示了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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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方式 ,改变了以往从哲学原理出发抽象地讲王夫之辩证法思想的状况 ,而结合王夫之思想的自

身特点 ,对王夫之辩证法思想予以了具体而系统的阐发 。

《船山哲学引论》一书 ,汇编了萧先生从 20世纪 60年代至 90年代王夫之研究的主要论文 。这些论

文 ,除了开展对王夫之哲学的多方面阐发外 ,还涉及有关船山学史 、船山学方法的研究问题。在萧先生

与笔者合写的《侯外庐同志新版〈船山学案〉读后》一文中 ,通过对侯著《船山学案》的解读 ,对侯外庐所开

辟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方向作了认肯和阐扬 ,实则表达了萧先生开展王夫之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基

本路向。在《评唐君毅的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一文中 ,通过对唐著《中国哲学原论》的解读 ,

萧先生于马克思主义船山学传统之外 ,又揭示了唐君毅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合理内容 ,肯定了现代新儒学

中熊十力学派的船山学研究成就。他得出结论说:“自清末船山学流行以来 ,论者多矣。阐释如此之深 ,

辨析如此之密 ,评价如此之高 ,实为罕见 。唯熊十力 、侯外庐书中对船山思想多所揄扬 ,差可比拟。”[ 17]

(第 222 页)在侯外庐与熊十力之间 ,曾于 20世纪 40年代环绕王夫之哲学性质及评价问题展开过书信辩

论。侯外庐在《船山学案 ·新版序》中曾对此有过回忆 ,说《船山学案》出版后 , “我在书中对于船山思想

的评论 ,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有人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 。和我争论最

多的 ,莫过于熊十力先生 。他不同意说王船山是唯物论者 ,主张他是理学家 。我也不同意他的看法 。于

是 ,我们在书信中往复讨论 ,彼此诘难 ,始终都未能说服对方。”
[ 18]

(新版序第 1 页)在这里 ,萧先生并未囿

于马克思主义船山学传统 ,而是以开放的学术胸怀 ,对船山学的研究传统和研究视野作了新的开拓 。萧

先生对船山学史 、船山学方法所开展的研究 ,是他所开展的王夫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 ,可以说是萧先生开展王夫之思想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对王夫之的时

代 、人生和思想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发。书中有两个特点 ,尤能显示他对王夫之思想研究的深化与拓

展。其一 ,书中以明清之际为背景 ,对王夫之的复杂人生作了细致的考察 ,划分为青年 、中年 、政治流亡 、

归隐 、暮年五个时期 ,从而揭示了王夫之思想开展的历史基础和具体背景 。其二 ,书中不仅论述了王夫

之的哲学思想 ,而且论述了王夫之的史学思想 、道德伦理思想 、政治经济思想 、宗教思想和文艺美学思

想 ,对王夫之思想的内涵及其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与衡论。在这些论述中 ,王夫之思想中蕴含的近

代因素 ,经过解读和阐释 ,被充分显发出来。如对于王夫之的经济思想 ,书中即指出:“判断一种经济思

想有没有近代意义 ,不是看它表面上是重农还是重商 ,而是看它如何对待行政权力与社会经济运作之间

的关系。三千年中国君主专制主义得以长期延续的奥秘之一 ,就是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社会经济运作;而

一切近代经济学说的根本特征 ,就在于使社会经济运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 ,使经济得

以按其发展的自然规律运行。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认为 ,无论王夫之有多少重农的言论 ,抑或有多少

重商的言论 ,二者又如何自相矛盾 ,但他毕竟在使社会经济运作摆脱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上迈出了关键

性的一步 ,使他的经济思想与传统的经济学说之间划出了一道比较明显的界线 ,从而初步具有了近代经

济思想的特征。”[ 19](第458 页)由萧先生与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一书 ,作为《大家精要》丛书之一由云南

教育出版社 2008年出版 ,则是《王夫之评传》的简明通俗本 。

在最近 30年中 ,萧先生是王夫之思想的最重要的研究者 ,他不断地思考着 、开拓着 、深化着对王夫

之思想的探讨 ,使这一研究富有理论的深度和力度 ,赋予了这一研究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

正是通过这一个案性研究 ,他抓住并显发了早期启蒙思潮开展中最富有哲学意味 、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内

容 ,从而具体地深化与拓展了早期启蒙说。

八 、萧萐父先生的贡献之二:改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

把对早期启蒙哲学的介绍纳入中国哲学史教科书 ,这一工作在 20世纪 30年代即已开始。范寿康

著《中国哲学史通论》 ,把清代哲学的开展作为独立一编 ,成为继先秦 、汉代 、魏晋南北朝 、隋唐 、宋明的哲

学开展之后又一重要阶段 。20世纪 60—70年代 ,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相继出版 ,

其中第四卷论述了从 1644年到 1919年的中国哲学开展。这使得清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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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量进一步扩大。经过这些教科书的介绍 ,更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到王夫之 、黄宗羲 、顾炎武等 17世纪

中国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及其贡献 ,了解到早期启蒙思潮对中国哲学开展的重要性 ,而这些都是冯友兰的

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所未曾论及的。但这些教科书又都以王朝的更替为标准和界限 ,来划分中

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阶段 ,未能明确地把明清之际作为中国哲学开展的一个独立阶段 ,使早期启蒙哲学的

开展在中国哲学史中鲜明地凸显出来。只有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初 ,萧萐父 、李锦全两先生主编的两卷

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问世 ,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开展才在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获得了独立的突

出的位置 。

萧 、李主编《中国哲学史》共分六编:第一编为《奴隶制时代(夏 、商 、周至战国初期)哲学的产生和发

展》 ,第二编为《封建制形成时期(战国中 、晚期)哲学矛盾运动的展开》 ,第三编为《封建社会前期阶段(秦

汉至隋唐)哲学的发展》 ,第四编为《封建社会后期阶段(北宋至明中叶)哲学的发展》 ,第五编为《封建制

度衰落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第六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哲学的新发展》。其中第五编的设立 ,使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第一次独立成

编 ,纳入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 ,并在这一体系中予以了显著的位置和突出的介绍。

对于“明清之际”的概念 ,萧 、李主编《中国哲学史》作了专门的厘定 ,指出:“明清之际(明隆万至清乾

嘉时期 ,即公元十六世纪中至十九世纪初),在我国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上 ,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

段。”
[ 20]

(第 161 页)这也就是说 ,明清之际的概念的确立 ,不是以王朝的更替为标准和界限的 ,而是以社会

发展状况为标准和界限的 。对此 ,书中进一步指出:“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中叶已经完全烂熟而进

入它的末期 ,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萌芽;但衰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其强固的上层建筑 ,却多方阻

挠并摧残着新生产力的生长 ,因而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尽管明末农民战争失败的血泊中以清代明

的王朝更迭 ,曾使旧制度得以延续 ,新经济和新思想遭到窒压 ,形成清初一段`死的拖住了活的' 的历史

洄流;但这两个多世纪的社会矛盾运动所促进的哲学思潮的发展 ,却显露了`新的突破了旧的' 的特色 ,

孕育着`破块启蒙' (王夫之语)的新动向 ,构成我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 [ 20](第 161页)基于这种对明

清之际的界定和理解 ,在书中第五编中 ,以 16世纪下半叶的李贽作为开篇人物 ,进而着重介绍 17世纪

的黄宗羲 、方以智 、王夫之 、颜元 ,最后以 18世纪的戴震为结束。其中 ,最为重要的内容 ,是对王夫之哲

学的论述 。这样一来 ,就突破了以往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的限制 ,使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开展在

中国哲学通史教科书中获得了独立的突出的位置 ,从而改写了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这无疑是萧 、李

主编《中国哲学史》的一大特色 。这部教材由侯外庐题写书名 ,亦直观地表达了萧先生所承继的学术传

统。

萧 、李主编《中国哲学史》 ,是 20世纪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影响很大的几部之一 ,二十多年间累积印数

达十多万套。在该书基础上 ,经过主编者指导下的重新改写和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思齐的数年艰苦

翻译 ,形成英译本《An Out line H isto 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上下卷 ,由外文出版社于 2008年底出

版。这一消息传来时 ,已是萧先生逝世两个月之后 。笔者闻讯之后 ,感到欣喜与遗憾交织在一起:欣喜

者 ,当然是这部弘扬早期启蒙说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 ,终于能够堂堂正正地走向英语世界;遗憾的是 ,书

毕竟没有能够早出版几个月 ,让萧先生在生前得知这一欣喜的消息。

九 、萧萐父先生的贡献之三:全面阐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萧先生由王夫之思想研究的个案入手 ,逐渐拓展早期启蒙思潮研究的视域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

初 ,他就撰写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 ,对中国哲学启蒙的基本历程与主要特征 ,从宏观视角

进行了纲领式阐发。而至 20世纪 90年代 ,他与许苏民合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 ,对早期启蒙思潮

作了宏观而细致的全面阐发。萧先生说:“书中实际上将我所理解的明清时期哲学文化思潮的演变进行

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清理 。”
[ 9]
(第 232 页)

在萧 、许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中 ,首先提出了理解明清启蒙学术的框架 ,即明清启蒙学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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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与思想主题 ,认为中国早期启蒙学术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代嘉靖至崇祯 ,约 16世纪

30年代至 17世纪 40年代 ,其思想领域的中心是人的重新发现的近代人文主义;第二阶段从南明弘光 、

永历至清康熙 、雍正 ,即 17世纪 40年代至 18世纪 30年代 ,其思想领域的中心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

度的初步民主思想;第三阶段从清乾隆至道光二十年 ,即 18世纪 30年代至 19 世纪 30年代 ,其思想领

域的主要特点是执着追求 ,潜心开拓 ,身处洄流而心游未来。早期启蒙学术的这一开展过程 ,实际上表

现了三大思想主题:一是个性解放的新道路;二是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民主思想;三是科学精神。

也就是说:“早期启蒙学术中包含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进运动的三大主题:个性解放

的新道德 、科学与民主。”[ 21](第 7 页)

对于明清之际启蒙学术的开展 ,这部专著从史料与史实出发 ,作了细致的清理 、全面的阐发和深刻

的评价。如对于 17世纪出现的以人的自然权利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 ,书中就作了系统阐释 ,指出:“批

判君主专制制度 ,是明清之交早期启蒙思想的时代最强音 。它既是晚明东林党人的政治改革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 ,同时又将这一思想奠定在近代式的人的`自然权利' 的哲学基础之上 ,并且力图从社会政治哲

学的层面来解决君与民 、公与私 、个体与类等哲学问题。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十分明确地以人的自

然权利为逻辑起点 ,层层推演 ,反复论证 ,以实现人的自然权利为归宿 ,堪称是 17 世纪中国的`民权宣

言' 。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 ,也同时存在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的思想中 ,唐甄 、顾炎

武 、王夫之 、刘继庄 、吕留良 ,乃至康熙朝的`理学名臣' 李光地 ,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与黄宗羲相同的

观点和思想倾向 。”
[ 21]

(第 300 页)书中所论 ,既有为人所熟知的人物与思想 ,也有不为人所注意的人物与

思想 。如对于“理学名臣”李光地 ,书中就深入地揭示了他的思想价值 ,指出:“他是一位`在朝' 的思想

家 ,然而又是一位深受`在野' 的早期启蒙者影响的思想家。” [ 21]
(第 334 页)在政治思想上 ,李光地基本上

属于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范畴 ,但由于受到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影响 ,又或多或少打上了那个时代

的先进社会思想的印记。

对于明清之际的这种思想文化现象 ,萧先生在书中从方法论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指出:“同一时

代思潮自有其共通的特征(共性),而同一时代思潮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各有其阶段性的特点(殊性),而同

一阶段中各个思想家因个人经历 、学脉乃至性格的不同而又各具特色(个性)。在思想史的研究中 ,必须

注意这共性 、殊性和个性的关系 ,善于洞察这三者固有的辩证联结 ,既见`枝叶' ,又见`树木' ,又见`森

林' ,而不应把三者加以任意割裂。”[ 21](第 781 页)在他看来:“历史乐章 ,合奏而成 ,只有同异交得 ,林树并

见 ,才有可能重现中国式的启蒙者之歌的壮丽乐章 。这样方法论上的宏观立论 ,需要与文献学上的微观

考史相辅而行 ,同时 ,还需要基于深沉历史感的文化参与意识作为内在驱动力 ,才可能促进真正研究的

切实开展 。”
[ 21]

(第782 页)萧先生所阐述的这一思想史方法论原则 ,不仅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中得

到了具体的贯彻和体现 ,而且对于一般哲学史 、思想史研究都富有启发性。

通过对明清之际启蒙学术的开展所作的清理 、阐发与评价 ,萧 、许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提出了一个

基本观点:“从晚明到`五四' ,历时三百多年 ,中国的启蒙思潮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 ,就其思想脉络的承

启贯通而言 ,确可视为一个同质的文化历程。”[ 21](第 24 页)在这一文化历程中 , “从明嘉靖初至清道光中的

三个世纪 ,在我国社会发展史 、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史实表明 ,明清启蒙学术思

潮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尽管道路曲折坎坷 , `死的在拖住活的' ;但从时代思潮的总体上 ,

却始终表现出`新的突破旧的' 的特色。中国走出中世纪 、迈向现代化及其文化蜕变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

物;西学的传入起过引发的作用 ,但仅是外来的助因 。 ……明清早期启蒙学术的萌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转型的开端 ,作为中国式的现代价值理想的内在历史根芽 ,乃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
[ 21]

(第 24页)

这一基本观点 ,也就是萧先生在对早期启蒙思潮不断探索中所形成的最终目的。萧先生在这里不用现代

汉语中通行的“结合点”一词 ,而自创“接合点”一词 ,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这种“中国式的现代价值理想的

内在历史根芽”对于中国人接纳西方近现代文化 、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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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早期启蒙说的意义 、局限与生命力

在 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 ,早期启蒙说在近 90年的开展中 ,对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与阐扬 ,成为一种既有别于西化思潮 、又有别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观。特别是自 20

世纪 30年代起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自觉地承继与发展早期启蒙说 ,强调中国

现代化道路不应只是学习和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 ,而应当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活水源头;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和开展 ,应当以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作为结合点(用萧先生的话是“接合点”),从而找到自己在中

国文化土壤中的生根之处 。这一点 ,尤以萧先生在晚年的总结性阐发最为深刻 。他在《吹沙三集 ·自

序》中指出:“坚持早期启蒙说 ,是为了从 16世纪以来我国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的历史接合点 ,寻找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起点 。如实地把早期启蒙思潮看作我国自己文化走向

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 ,看作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经历程 ,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才有它自己的历史根

芽 ,才是内发原生性的而不是外烁他生的;如果不是这样如实地看待和尊重这段文化自我更新的历史事

实 ,而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体' ,我们势必又会陷入`被现代化' 、̀ 被西化' 的体 、用割

裂的处境 。正视并自觉到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 ,是正在成

为我们中国文化自我更新之体 ,这样 ,我们才可能自豪地看到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既勇于接受西学 、又自

觉地向着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认同的形象是多么光彩和大气;̀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 ,内之弗失

固有之血脉' 是多么强的文化自信 。如此 ,所谓中西对峙 、中西殊途的狭隘观念也就失去了依据 。我们

所面对的将不是`文明冲突论' 所夸张的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 ,而是中西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

会通融合 。”
[ 9]
(自序第 1-2 页)在多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 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 ,这一文化观自有其思想

的现实性 、批判性与深刻性 ,可谓独树一帜 ,影响很大。从这一文化观出发 ,早期启蒙说的主张者们对明

清之际中国哲学与思想的开展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 ,使早期启蒙思潮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凸现出来。

这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 ,包括对于中国哲学史 、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史研究 ,都是一个重要的开

辟。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 ,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一种重要形态。

但早期启蒙说在今天走向式微 ,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对于其中的原因 ,更需要引起深入的思

考。就其式微原因看 ,不仅在于早期启蒙说在外部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猛烈

冲击 ,面临严峻的挑战 ,而且还在于早期启蒙说在自身理论中也存在着局限性 ,对一些新的学术问题和

思想问题难以作出应对和说明 。这种局限性主要有两点:

其一 ,早期启蒙说过分地强调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源头的意义 ,强调

必须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来接引西方近现代文化 ,而没有看到除了早期启蒙思潮之外 ,在中国传统

文化及思想中还有其他内容也会对中国现代化起接引 、促进作用 ,也能成为接纳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结合

点。今天 ,随着对 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入 ,这些并非属于早期启蒙思潮的因素对中国现

代化的积极作用 ,被逐渐发掘出来 ,开始受到重视 、得到研究 。例如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结合

点 ,从历史上看 ,就不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 ,而是远比早期启蒙思潮古老的儒家民本思想。李大钊

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他自身的思想因素上看 ,在于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 ,

已经通过吸取儒家民本思想资源 ,如《诗经》所言“天生烝民 ,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 ,《尚书》所

言“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形成了重视人民大众在历史中作用的民彝史观。在他看来:“言天生

众民 ,有形下之器 ,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 ,斯民之生 ,即本此理以为性 ,趋于至善而止焉。”
[ 22]

(第 146

页)在人民大众自身生命中 ,就自然地存在着一种合乎道理 、努力向善的本性 ,这种本性具有冲破蔽障 、

照明世界的巨大作用 。所谓历史活动中的“人心”向背 ,实际上由每个普通之人自身内在的善的观念和

道德的准则所支配 ,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选择 。正是基于对民心中理性主体和至善追求的

信赖 ,正是基于对民心向背所体现的历史合理性的尊重 ,使李大钊在当时诸多先进中国人中首先敏锐地

觉察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并加以认同 ,认为:“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 ,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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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显兆 ,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 。 ……Bolshevism 这个字 ,虽为俄人所创造 ,

但是他的精神 ,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 ,就是二

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23](第 246 页)李大钊由民彝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

实际进路 ,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非一定要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对于这一问题 ,萧先

生在晚年已有所思考 。他在《吹沙三集 ·自序》中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正如它的历史发展道路 ,

也不应当是一元的和单轨的 ,而应当是多元的 、多轨互通的 。在《吹沙三集》里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和着重

论述了早期启蒙说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从历史上来看 ,早在楚简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儒 、道由互黜

而又互补的思想 ,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 ,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呈现一个多元发生 、多极并立 、多维互动的态

势。”
[ 9]
(自序第 2 页)

其二 ,早期启蒙说力图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 ,强调以

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来接引西方近现代文化 ,包括接引马克思主义 ,而没有看到这种接引并不能有效

地解决西方近现代文化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这种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

题 ,早在 20世纪之初就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提出 。但在 20 世纪的前 90 年中 ,这一问题并不显得特别

严重 。因为学习西方 ,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 ,是那个时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旋律 。因此 ,早期启蒙说

在那个时代主要思考和说明的也就是西方近现代文化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问

题。这在当时就足以说明西方近现代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生根问题。但随

着 20世纪与 21世纪之交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 ,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 21 世纪的今

天 ,如果一个外来的思想 、理论 、文化 ,不能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要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是

很困难的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思想世界 ,正遭遇到这样的困境 。而这种困境 ,不是以早期启蒙说

的这一套阐释就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解决 ,只有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转变与更新入手来加以解决。

这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文化传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向现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和更新。西方近现

代文化来到中国 ,发生影响 ,积极参与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创造 ,促进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形成。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作为 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主要思潮之一 ,以自己理论的彻底性 ,以自己的批判精神

和实践性格 ,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鲜的内容和巨大的活力 ,经过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扬弃汲取 ,经过

与 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诸思潮的相激互融 ,使自己走进了中国学者的书本和课堂 ,走进了中国人的精

神生活和社会生活 ,有力推进 、积极参与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创造。在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中 ,积淀着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征和思想内容 ,这些特征和内容对于中国人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

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只要人们承认中国文化现代传统 ,

就必须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与这个传统不可分割的。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与

中国文化传统有了实际结合点 ,已经取得了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

正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冲击和自身的局限 ,早期启蒙说在今天出现式微成为难以避免的趋势 。但这

并不意味着早期启蒙说就已经失去了生命力 。今天看来 ,早期启蒙说的生命力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个方面 ,早期启蒙说仍然会成为解释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种重要框架 ,通过对中国现代化的内在

动因及思想资源的发掘与昭显 ,揭示和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资源与根据 ,揭示和说明这一进程的

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另一个方面 ,早期启蒙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点的探索 ,强调了西

方思想文化资源要在中国生根成长 、开花结果 ,必须要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 ,这一思想将通过发现 、认

肯中国文化现代传统这一转化 ,成为构建新的文化观的重要内核 ,得到进一步的继承与发挥 。笔者以

为 ,发扬早期启蒙说的合理内核 ,修正早期启蒙说的自身局限 ,正是对早期启蒙说诸前辈思想成果的最

好继承 ,也是对萧先生的最好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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